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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老子研究与政治》的时代意蕴与思想特色 *
谢清果，陈　瑞
摘   要：《老子研究与政治》是民国时期老子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反映了作者所
处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作者怀抱“复兴之志”，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贯注于对《道德经》
的解读中，通过对地域与时代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及对《道德经》本身的研究，围绕“一元”的思想，探
索老子思想的一贯主旨，以期发挥其在当时的实际效用，实现自己建设新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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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只是此版本的印行时间略晚于《老子研究与
政治》一书，成书与刊印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也不
足为奇。由此推断，历劫余生即赵正平无疑。
赵正平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曾留学日本，
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加入同盟会，参加北伐战争、
二次革命等，游走于政界、军界、教育界，阅历
丰富，立志要有一番作为，1939 年委身于汪精
卫汉奸集团，成了其一生最大的败笔而陷入万劫
不复的处境。其个人有强烈的复兴之志，参与发
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等社会团体，该学会以“集
合全国有志致力学养，共图国家及社会之新建设”
为宗旨，提倡人格修养，培养建设精神，并主编
《复兴月刊》。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知
识分子奋起而投身于救亡图存的复兴大业，《复
兴月刊》即隶属于新中国建设学会这个救国团体，
1933 年由赵正平任月刊的主任编辑委员，刊登
的内容多关乎国运民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现
实性。“《复兴月刊》刊登的探讨如何挽救国难，
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方案的文章，与如何从精神
上鼓起国民复兴之精神，树立‘中国必须复兴’‘中
国必能复兴’之心理的文章几乎平分秋色，可见
月刊主旨与‘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名可谓名符其
实——为求中国达到建成‘新中国’，谋物质建
设和精神建设之努力。”[2]24 复兴月刊的征文与
《老子研究与政治》作为民国时期老子研究
的重要著作，自民国时期出版之后，不曾再版，
已被淹没于浩瀚的老子研究资料之中。正如作者
为老子五千言精义“二千年来埋没而未彰”之“大
声叫屈”[1]1，后世之钟爱老子及《道德经》者亦
应为《老子研究与政治》之被遗忘而大声叫屈。
1   作者“历劫余生”考析
署名“历劫余生”的《老子研究与政治》
一书经中国杂志公司出版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公元 1939 年）十月。作者在自序部分有“私
念三十余年历劫余生，天之遇我，不为不厚”[1]2
等语，可见“历劫余生”为作者感慨于自身的历
劫余生之经历而自名，很显然并非作者本名。陕
西师范大学马波涛硕士论文《民国时期老学研究》
谈及历劫余生及其《老子研究与政治》时，认为
“其人不详”而存疑。关于作者的真实信息并非
无可查证：书林书局印刷版的扉页有“永祚先生
惠阅，赵正平敬赠”等字样。此外，作者在文中
称《半部论语与政治》为“拙著”，笔者所见艺
新图书社印行于中华民国 32 年（公元 1943 年）
的《半部论语与政治》明确署名为赵正平，根据
其中作者作于中华民国 25 年（公元 1936 年）的
序例判断，是时《半部论语与政治》已经完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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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原则即“与中华民族必能复兴之理由相关的
研究性文章”[3]23。而这一切均是在赵正平的主
持下完成的，必然体现主持者的个人思想、立场
与志趣。
赵正平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精研
《论语》等经典，并著《半部论语与政治》一书，
他认为“众民广土，高山大河，与夫悠久之历史，
雄厚之天赋，无一不为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之
宝。”且孔子之道足以“卓然杰出于世界各国文
化之林”[4] 序例 1。他有着广泛而充分的民族自豪
感与文化自信心，并认为“孔子心目中实具有拨
乱世而反之正，导衰弱而致之兴之全部经论。”
同时对于“孔子之不能从事实上挽救春秋之乱局，
而徒从文化上树立后世之典型”[4] 序例 3 表示悲叹。
因此，至于千百年后，“光大孔子之遗教，以福
国利群，亦必须实践《论语》。” [4] 序例 3 此所谓
“实践”即在政治上的实践，宋相赵普有“以半
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并得“君主同心”付诸于
政治实践成为后世楷模。赵氏以为空有救国之思
想及言辞，不免沦为悲剧，实践方是必然的出路，
中华传统文化为复兴指明了出路，我辈应当切实
践行以治天下，因此他积极地投身于救世救国的
各类社会活动、努力著书，即便深感于事无补，
仍希望能够有益于多难之中国，就此而论，可谓
是略尽匹夫之责，用心良苦。
赵氏尤其钟爱老子及《道德经》，在“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争年代，作者四处奔
走，立志于“寻觅一理智的消灾解劫之途”，可
谓是以实际行动践行救国复兴之道，然终因不合
时宜而最终于青山寺中“开卷凝思”，研读《道
德经》，以探究《道德经》一贯精神及主旨之所
在，著成《老子研究与政治》一书。该书的写作
采用现代科学分析法，作者结合时代环境、自
身阅历、文化积淀、个人领悟，以世界文化的视
野，旁征博引，一反前人及时人的既有观点。视
《道德经》为复兴之母，治国之政治经，消灾解
劫之正途等，终成一家之言，发人深思。一般而
言，“人们对经典的崇奉，其主要目的是在新的
社会文化背景下利用经典……经典作为一种固定
不变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能永远适应各种变化
了的时代要求……学者们往往根据不同时代的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形式变化，对经典做出新
的解释，借此陈述自己的学说，建立理论思想体
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5] 绪论 2 因此《老子研
究与政治》也不例外，作者的思想及立场均体现
于对老子及《道德经》的解读与阐释之中。西方
军事势力的入侵打破了近代中国固有的政治统治
秩序，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也打破了传统文化
的统治秩序，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自身所处的政
治及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端，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
受到大肆否定与抨击，最终矫枉过正，导致了民
众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及无所适从，使中国传统
文化一度面临生存的挑战，这无疑是片面且偏激
的。对此，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从传统经典著述中
寻找民族的精神与现实的出路，“从诸子学说里
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6]29。赵氏《老子研
究与政治》便是这样一部从老子学说中寻找现实
出路的作品，他立足于社会现实，认为道德经是
一部政治经，从政治建设的需要解读《道德经》，
旨在从传统经典中为民族复兴寻找出路，极力倡
导传统文化，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文化
自豪感，强化国人的心理建设、精神建设，以救
亡而图存。所谓心理建设即包括“革除国民自私
自利之心”，从而养成“建设精神”即“中国必
能复兴”的自信心、“中国必须复兴”的自觉心
及“担当复兴中国”的独立品格。[2]47 此目标也
是赵正平等一批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不懈努力的
初衷与归宿。同时，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加强的
时代，《老子研究与政治》堪称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出色之作。
2   以“复兴”之名系统阐发老子的
政治思想
《老子研究与政治》出版于 1939 年，是时
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政局一片混
乱，祖国大好河山日渐沦丧，整个华夏哀鸿遍野、
生灵涂炭。而此时的西方世界也广泛地深陷于战
争的泥淖，无辜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
一度奔走呼号，终因不合时宜而潜心于《道德经》
研究，作此十一章，是为一贯之真知灼见。全书
框架结构清晰，便于读者研读与理解。赵氏首先
从对话的角度，将老子与释迦牟尼佛、耶稣进行
比较研究，具有世界文化的视野，并与同时代的
诸子进行比较，作为了解老子的前提。继而对《道
德经》进行定性，认为这是一部积极的、真实的
政治经，一反前人及时人认为《道德经》是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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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矫伪的修养经等既有观点，以此作为了解《道
德经》的前提。接下来以“化育”为《道德经》
第一主旨提纲挈领，将《道德经》分为六大主旨
进行分析论述，六大主旨依次为化育、息争、无
私先公、无欲、静与无为、谦卑与虚无及柔弱，
以此对《道德经》的思想内容做全面解读。接着
将老子兵事思想单列一章，在军事观上与孙子进
行比较，颇能体现身处战乱的时代背景。最后全
书落脚在实践上，并证之以历史上实践老子政治
哲学的成功者，由《道德经》的信徒汉文帝到“得
老子之一鳞半爪”的唐太宗，均能政绩卓然，以
凸显实践《道德经》思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2.1   中西一致，异曲同工
作者具有世界文化的视野，放眼于中西，将
老子与孔子、释迦牟尼佛、耶稣等进行比较，作
为了解老子之前提。他认为以上诸人皆是非常特
出之救世主，皆因不满于现实而寻求救治之策，
从而成就其伟大。因为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现
实的不同而反动之缘起不同，所采取的路径不同：
释迦牟尼佛创无人无我众生平等之哲学，孔子以
仁爱思想为中心，耶稣创民我同胞人类平等的新
宗教教义，以期解决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或人生
问题。作者认为老子《道德经》高出三子者在于
“浑然一元合于天然”[1]2。老子强调一归于道，
归于虚无，归于自然，如此而超越了现世的困惑
与痛苦，于是“道”高一筹。无论问题解决的路
径如何，老子与三子皆是不满于现实而为大反动、
大革命者，同为悲天悯人、利民觉世之救世主，
终是殊途而同归。
比之于释迦佛之“四宏誓愿”与“六度”之
旨，赵氏认为“老子之所谓悲智，所谓能仁，所
谓利济群生，不独指精神方面，兼顾物质，其利
济之途径，不徒在自力，尤注重实际政治。”[1]3“人
本为大自然中之一小体，人只须共鸣于大自然，
以助天地化育之功，则人心即是道心，亦即是道，
不必以心性为对象，而独立的注意之”，[1]5 指
出老子之尚实，人与自然、人与道一体的实质。
孔子之道以“仁”一以贯之，之外旁生些许枝叶，
是为孝悌忠信等，在形式上消解其一元之旨，而
老子乃彻头彻尾的一元论。比之于耶稣，老子之
说尤显直接、真实。老子生逢乱世，赵氏亦然。
在战火弥漫的时代，军事是一个必然的话题，谈
老子，自然也不能忽视老子的军事思想。赵氏认
为《道德经》并非兵书，因而对兵事陈述简略。
但《道德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是不争
的事实。老子不主用兵，但并不讳谈军事用兵，
是为不得已而为之，要之以居弱、守雌、不争而
善胜为原则。赵氏认为兵法专书《孙子》是对老
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阐扬，即“老子与孙
子同源，即孙子渊源于黄老之说”[1]91。概而言之，
首先在对未战之战的态度上：未战之时，老子极
力厌恶战争、避免战争，即“兵为凶器，战为危
事。对于兵事，痛述其害，并采取诅咒态度”[1]91。
《孙子》作为兵法专书，“直陈兵事之严重性……
力求备战而避战”[1]92-93；其次在对已战之战的
态度上，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7]73“祸
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7]173 认为应当积
极备战，切忌轻敌，要居弱、守雌，力求必胜，
孙子对于老子“祸大于轻敌”“知其雄守其雌”
进行详解，以阐述战之必胜与必不败之措施。第
三在对战胜的态度上，强调巧战、善胜，以最小
的战争牺牲而获得最大的胜利，以慈悲为怀，在
此总纲之下，孙子详述举措，如速战速决、自我
保全即“保全自己之国与军旅”“乘势并造势”
以节用自己的力量等。赵氏认为，在老子兵事原
则的基础上，《孙子》详释其具体理论，可谓一
脉相承。
2.2   主旨一贯，助益复兴
赵氏在自序中即明言，此书在于“探索《道
德经》是否一贯，与夫一贯之何在。”[1] 自序 3 其“一
贯”即老子为彻头彻尾的一元，在于“浑然一元
合于天然”。在此一元之下，分而为六大主旨：
第一化育、第二息争、第三无私先公、第四无欲、
第五静与无为、第六谦卑虚无柔弱，六大主旨一
贯合于天然、一元，可谓老子之政治哲学体系。
化育作为第一主旨，实为其政治哲学之根
本。赵氏认为老子有感于天下纷争有悖于王道精
神及天然界生生之理，感慨于德惟善政，政在养
民等精神，“遂以助长天地化育为政治上唯一之
极则”[1]18，乃道与德之所在，是为《道德经》
之第一主旨。化育之第一依赖乃“地”，“地”
以厚德载物，为自然万物包括人，提供生活之资
源，顺其自然之性生长万物。“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百姓得以各取所需，雨露均沾，得化育
之资。因此，“大自然中最大之功能，在化育万物，
故《道德经》五千言之根本精神，即在表扬大自
新 时 代 中 华 老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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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化育之功，而唤起世人注意，以助长之。”[1]10
万物得以自然生长，得益于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在于“息争”。赵氏认为“摧残天地化育之唯一
有力者，曰惟战争”[1]28，因此认为老子直指息
争的关键因素：战争。然而战争产生之原因不一，
就杜绝战争的根本之策而言，赵氏从无私与先公、
无欲、静与无为、谦卑与虚无及柔弱等主旨进行
阐述。各个主旨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因为私有而激发出占有欲，为满足占有欲而发生
争夺之战争，因此避免战争的根本在于无私而为
公，无私先公而人人得以成其私，是以得“无为
而无不为”之精髓。老子认为“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7]8“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7]27-28，
极言欲望的负面效果。因此，做到无私先公必然
得自于无欲，无欲乃“无私之具体化、现实法”，
人只有放弃对物质与精神的占有欲，无所求方能
获得所生之资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生生不息。赵
氏认为“无为即是无欲之表现，无欲即是无为之
本原。以新术语解之‘无欲’指动机言，‘无为’
指行为言。亦可曰以无为完成无欲也。”[1]55 而“静”
恰是实现无为的方法。因此，静以无为，无为方
能无欲。作为《道德经》的最后主旨：谦卑、虚
无、柔弱，也是赵氏六大主旨逻辑的起点、基础，
同时谦卑与柔弱一归于虚无。在此最后主旨的基
础上，上述各主旨循序而递进，最终服务于天地
化育万物之最后主旨与最高目标。
六大主旨逻辑图：
赵氏笔下的《道德经》六大主旨，乃是《道
德经》伟大之所在，阐明了人与万物于天道、人
道之中生生不息之大智慧，也是作者所要探究的
《道德经》一贯精神之所在，皆与其“一元”之
旨一以贯通。赵氏生逢乱世，怀抱复兴之志，意
欲为芸芸众生“寻觅一理智的消灾解劫之途”。
他认为《道德经》斥责“毁灭生机，破坏生机，
阻碍生机之种种对象，不论其为天为人”[1]11，
所言“完全为坦率的真理，而毫无矫揉造作于其
间”[1]12，“无一语非根据天道而发，更无一语
非针对王者而发”[1]14-15，且能“历记成败存亡
祸福古今之道”，因此《道德经》是积极的而非
消极的、真实的而非矫伪的、是政治经而非修养
经的特质，足以承载赵氏之政治理想。赵氏参与
《复兴月刊》的创办，其主旨在于在国际国内形
势之下，寻求民族复兴之正途，视《道德经》为“复
兴之母”。所谓“复”即再一次、重复、复归意，“兴”
即兴盛、振兴、兴旺意，“复兴之母”即复归于
振兴的根本。《道德经》主旨便是实现复兴的必
由之路和最终归宿。“中华文明讲究以和为贵，
关照各国彼此利益，以期和谐共生。”“亲仁善
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8]25 在民
族面临外辱之际，国内政治势力尚有国、共之分
野，不同的势力各自为政，实为不利于民族独立
与复兴，作者欲探索救国与复兴，根据上述六大
主旨及“一元”之贯通，作者寄希望于国内不同
的政治势力之间能够胸怀天下，人人为公，团结
一致，息内争对强敌，以实现国内和平及民族复
兴。放眼于世界，天下本为一体，天下人人为天
下而不为己，最终人人由此而得利以实现共赢，
人与人、人与万物和谐相处，天下无争，成就化
育天下的目标。
2.3   古今一体，以史为鉴
为证实老子《道德经》作为政治经的现实操
作性及可行性，赵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践行老子
政治哲学而成功治理国家的帝王为例：汉之文帝
与光武、唐宋开国诸君，以史为鉴，以示古今一
体，可资借鉴之义。
汉文帝作为老子《道德经》之信徒，其在政
治上的举措与道德经旨意多有相通之处，赵氏认
为具体体现为无私、无欲、无为、谦卑与柔弱、
化育等，轻徭薄赋减负于民、减轻刑罚厚生于民、
息兵交好造福于民、尚简为公垂范于民等，皆以
济世利民为原则，是为汉文心胸中“一元”之体
现。至于汉之光武，“所施政遂无一不酷肖汉文，
亦遂不期然而符合于《道德经》之所提示。”[1]123
可见赵氏认为汉光武帝的为政之策上承文帝，且
同源于《道德经》。至唐宗宋祖，将《道德经》
的精髓，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择其适宜者而从
之，择其不适宜者而改之，并融汇传统治国理政
思想，出神入化地将《道德经》运用于政治统治，
建立不世功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者
籍此以彰显《道德经》的现实借鉴价值。宋祖开
柔弱
虚无
谦卑
静
无为
无私
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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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对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留下的黑暗破败
的残局，借鉴《道德经》，贯通于孔子之道以收
拾，与作者所处当下残局之收拾虽有不同，亦有
可资借鉴之处。赵氏是极推崇宋初统治政策的，
其在《半部论语与政治》中认为宋初统治者能够
实践治大国之五要，即“敬事、信、节用、爱人、
使民以时”，此五要虽出自于《论语》，但与《道
德经》之精神不无呼应。“敬事”含忠孝爱民之
意，各在其位守其责，而能避免“惊犯、侵陵、
侵掠”[9]2，是以避免矛盾与纷争；“守信”以交
好各方关系，交好以化解争端而能息争；“节用”
必本之于无欲，无欲便可做到无私而先公，做到
“为天下守财”而不妄用；“爱人”者，若能达
到天下人人皆能以爱己之心以爱人，何来纷争，
息争自不在话下；“使民以时”本之于爱民，也
体现对“时”的尊重，不违农时，慎用民力，爱
惜民力，更是节用的体现，使百姓能够循自然而
动，不违背繁衍生息的规律，综上均能够有益于
实现化育之旨，是以宋初政治统治能够取得成功。
此外宋初勒石三戒（石锁三戒）：不害柴氏子孙，
不杀士大夫，不加农民租赋充分体现宋太祖厚生
爱人的思想，以成化育之功。
至于唐太宗，本性虽不同于老子之道，但能
“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失为智慧之君、成就之
君。由历史而反观于时局，欲实现民族复兴，必
然仰仗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道德经》作为中国
智慧的集大成者，当下政要虽不至于信奉，但其
足以为时局之改善提供借鉴，亦可助益于复兴大
业，当局大可效仿试行。
2.4   一人之力与一国之运
《道德经》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7]64 老子重
视“王”的作用，把作为人的王与玄妙的天、地、
道置于“域中四大”之一的重要地位，“原因正
在于‘王’能主动体察道、主动向道学习并且有
能力将学习所得落到实处，而不像其他动物对道
只是日用而不知。此外，老子更是有针对性地提
醒当时乱世中的统治者：他们虽然权倾天下，但
也只是四大之一，需怀谦卑之心向天、地、道学
习，不可肆意妄为……老子经过自己的感悟，总
结出道的特性：自然，也就是没有目的的、更不
会刻意地用什么手段。”[10]12 因此为“王”者不
是普通的人，而是能够通达天、地、道之奥妙的
人，并能够将自身所体察所通达之奥妙用于治理
国家、化育百姓及天下万物的政治实践，要做到
这一点，必然要循天、地、道之秉性而动，“处
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达到无为之治的境界，
使天下万物得以生、得以养、得以终，得善始而
善终。
赵氏认为“‘王’者，实操万民生死之权，
不独当时如是，有史以来，直至现代，无论何国，
无论其曰王、曰皇、曰帝、曰总统、曰政治首领，
均莫不操万民生死之权。”[1]14 可见，在封建专
制的时代，一国之运势，万民之存亡，全系于帝
王一人之力，若帝王能够励精图治，则是天下之
福祉，若帝王昏庸无道，则天下祸患无穷。若统
治者有好生之德，则天下万物得以化育而生生不
息，若统治者私欲膨胀，则天下纷争战乱，万物
肝脑涂地。赵氏认为秦始皇之战六国、成吉思汗
之征战欧亚等，均带来杀戮祸患，是为“王者杀
人之例”。然而秦始皇与成吉思汗最终通过战争
建立政权，实现统一，也为天下带来了相对稳定
的环境，最终天下得利；宋太祖结束唐季五代之
乱局，为天下带来生长养息的环境，是为“王者
生人之例”，然而宋太祖是如何结束乱局的呢，
无非是依赖兵事武力与杀戮，生长养息的环境也
是通过武力取得的。在这一点上，无论秦始皇、
成吉思汗抑或是宋太祖，所采取的都是通过先杀
而后成就“生人”的路径，至于政权建立之后所
采取的统治政策且另当别论。因此赵氏此论颇多
个人好恶与偏见。王者的作用自不言而喻，但如
何让“王”发挥其“生民”的价值，赵氏认为“盖
老子心目中，生生之作用，厥在王者，而春秋时代，
除负政治责任者自身觉悟生生之理以外，更无他
道以救斯民，王者不觉悟，而由任何人明张壁垒，
以树一教义，纵使能补救斯民于万一，其效极微
也。”[1]15 即王者的作为，“生生之心”全在于
自觉自悟，其他人的影响及作用微乎其微，对此
赵氏颇显得无可奈何，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事
实大抵如此，纵有良臣死谏，群情义愤，只要王
者尚在其位，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至于反动者
揭竿而起取而代之，将又是新一轮的战乱与杀戮，
自当别论。而要彻底解决一人专权所带来的困境，
唯有改革，发扬民主，以实现“天下为天下人之
天下”。在措施上，赵氏希望能够采取“有效的、
非革命的，将现实主义之神髓，尽量发挥，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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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于革命与非革命间者……融合物竞与互助，而
执两以用其中也”[1]17 的措施，希望能够有一个
不伤“化育”而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也是作者本
人政治立场的体现。
3   余论
老子虽反对战争，不主张用武力，但并不否
定不得已的用武。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
处于不得不动用武力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因
此，战争乃时局使然，战争以求和平，和平以求
化育天下，最终方可实现人与万物各得其位，秩
序井然，生生不息，是为实现民族复兴之根本。
纵观汉帝及唐宗宋祖之效法《道德经》思想
以治国理政，亦是在定国安邦、天下相对太平之
后实施。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四分五裂，内部纷争
割据，外有敌寇入侵，实在不具备实行老子之治
的时代环境。况且每一个地域都具有与众不同的
地域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具有时代烙印的文化。
东方与西方地域不同，思想文化相差甚大，老子
的时代与赵氏所处的时代相隔甚远，时代思想相
差甚大，能够实现求同存异已属难能可贵，更不
可能实现东西相同、古今一致的整齐划一。无论
老子之“一元”为一国或是一天下，政治上所能
践行的只能是适应时代需要和与时俱进的、有益
于社会建设的文化。未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道德经》
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大智慧，终将能
够为世界所认可，以致力于化育万物、和谐共生
的政治理想。
赵氏学识渊博，处事圆滑，却因为曾委身于
汪精卫集团而身败名裂，不得善终，终使其著作
几近淹没，令人唏嘘。反观《老子研究与政治》，
通过对其思想的管窥，或可对其委身于亲日集团
的因缘推测一二：赵氏推重老子“一元”，致力
于民族复兴，于他而言，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
甚至是汪精卫集团，都是活动在中国的土地上，
只要能够有助于救世，实现民族复兴，皆可以为
之效力。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势力为革命者，国
民党的势力为非革命者，而亲日集团居其间，且
日本扬言的“实现东亚共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赵氏最终的个人去就抉择恰是其“执两以用其中”
思想的体现。赵氏或许天真地以为，亲日可以避
免战争杀戮，实现共荣，使天下得以化育，因而
忽略了政治立场、民族大义的根本。古语云：“良
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赵氏在政治上、
民族大义上不辨是非，所托非人，理想难以实现，
甚至于贻误终生。即便如此，后世不应因为政治
的原因而否定其学术研究，不应对其学术成果视
而不见，不应因人而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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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x of "Respecting Water” in Laozi and Its Literary Value
GENG X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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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and its related images, such as “river”, “sea”, “valley” and “the 
valley go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Laozi, form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ical and poetic style” in the text of Laozi, with a unique literary thought value. 
Laozi has created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lyricism and argumentation with a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romanticism. In particular, its skillful use of symbolic discourse not 
only outlines a bizarre symbolic world,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mbolic theory.
Key word: water; the valley god; lyric tradition; romanticism; symbol
The Implic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n Laozi and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E Qing-guo ,  CHEN 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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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Laozi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studying Laoz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s a strong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author’s times. The author of that book, with a desire for revival, 
focused his personal political ideal and pursui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o Te Ching. Throug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of region and time and the study of Tao Te Ching, he 
tried to explore Laozi's ideological views around the idea of “monism”, hoping to play its 
actual utility at that time, to realize its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and the long-cherished wish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on Laozi and Politics; time 
implicatio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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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晓辉：《老子》的“尚水”情结及其文学思想价值
